
 2025 年第 59 卷第9 期 Shanghai J Tradit Chin Med，Vol.59，No.9，Sept. 2025  上海中医药杂志

秦汉出土医方学术性质、传播流散与演进脉络
研究
刘立伟 1，2，柳长华 1，2，范逸品 3，顾 漫 1，4

1.成都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75）；2.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国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研究院（四川 
 成都 610075）；3.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北京 100700）；4.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

研究所（北京 100700）

【摘要】 简牍医方源于王官执掌之方，祝由方、禁方与常方代表不同时期主流医方的时代序列特性、疾病观念与治疗技术的

革新。秦汉简牍制度下医方的书写载体是区分典籍医方与官方文书医方的重要依据。简牍医方的流散形成了国家与社会层

面的多维传播，包括少府典藏医方的流散、郡县上计献方、师传与家学秘授以及中西医学交流 4种途径。医方体系的演化向

经方医学过渡，集结形成了系统性、规范性经方典籍，兽医方与祝由方逐渐分流。医方体例由一病一方变为一病多方模式，由

简易方向复方转变。汉代医方以医经理性化认知的生命观、疾病观、诊疗观为指导，实现了医方体系的理论化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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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mboo slips and medical prescriptions originated from the prescriptions administered by royal officials， and Zhu You Fang， Jin Fang， and 
Chang Fang represent the temporal sequence characteristics， disease concepts， and treatment techniques of mainstream medical prescription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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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cription system has changed from one disease， one prescription to a multi-party model for one disease， and from simple to compound prescriptions. 

In the Han Dynasty， medical prescriptions were guided by the life 
view， disease view， and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view of humanized 
cognition of medical managers， achieving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medical prescrip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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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秦汉简牍不断公布，出土文献逐渐成为学

术关注的热点。简牍医方在医学文献中出土数量最

多，临床应用与传播范围较广，彰显了其在秦汉医学体

系中的重要地位。学界对简牍医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文献信息，重点关注文字训诂、本草考证、药物功效、制

剂制备、单方考证与医方主治等方面［1］。简牍医方作为

一种医学学术体系，历经周秦数百年发展，医方的学术

源流、演变性质如何呈现的？经历王官守学的私学化

以及汉代典籍运动后，医方以何种途径应用于当时的

社会医疗中？医方学术体系的结构变迁与思想观念发

生了怎样的变化？上古巫术思想、医疗俗信对医方的

影响是什么？这些客观问题仍有待结合传世文献予以

梳理，故本文以上述问题为基本导向予以研究，力图揭

示出土医方的内在结构与流传脉络。

1　简牍医方的学术源流及核心类型

1.1　医官执掌的医方源流　上古知识体系由官守垄断

涵摄了当时的学术体系［2］，方药源流可推迹至西周，王

官之医细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及主管医政的医

师。《周礼》言：“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

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经验医方分属于 4类医家，诸如

疡医主肿疡、溃疡、金疡、折疡等病症。医书与早期诸

子文献一样皆有专门官吏负责，医方类古书的方药医

案、诊疗记录等原始信息汇入医师处并由专人负责整

理编纂。秦简医方以及西汉早期医方仍然具备 4类医

方杂糅成书的特性。北大藏秦简医方肥豕、肥豯、牛疫

等源于兽医方，《五十二病方》诸伤、诸食病、胻膫、虫

蚀、胻伤等皆与疡医有关，这些医方具有明显的分科

属性。

秦汉医方以经方为历史转折点，医方学发生了一

次重大的学术转向。李柱国专官典守校正秦汉以前广

为流传的医方，将简牍医方重新编整后归入汉代经方。

《天回医简》《武威医简》中疾病目录与《汉志》经方八家

以疾病命名的八类方书相呼应，主要围绕风、瘅、痹、厥

等病症进行组方论治。

1.2　出土简牍的核心医方　简牍医方涉及一系列繁杂

病症，不乏食医、疾医、疡医、兽医 4种类型，但其学术脉

络沿着病证规律化常方、效验性禁方、食禁性医方与祝

由传语医方 4类核心医方发展演变，构成了不同时期秦

汉医方的主体部分，具有丰富的医学思想。

1.2.1　病证规律化常方　常方是治疗风邪初起未传变

之时，遵循疾病动态演化规律的一类医方。常方是探

究秦汉医方疾病传变与医方学术思想的重要内容。《素

问·病能论》言“《下经》者，言病之变化也”，对应天回医

简《脉书·下经》的两类疾病系统［3］，以辨察诸病同异为

主，描述疾病症状，阐释不同层次病之变化，分析疾病

预后，提供诊断法则，常方之源可上溯至扁仓医派以脉

法别百病。

《天回医简》存在风病与类风病两大疾病系统。风

病以风、痹、痿、瘅、蹷、瘕等为主，类风以“风而类内瘅”

“风而类肤伥”“类胸蹷”“类狂疾”等类病为主。《太素》

邪传、诸风数类、诸风状论、诸风杂论等篇均与风邪传

变有关。《脉书·下经》言“凡风者，百病之长也。唯（虽）

已变化为它病，犹有风气之作也”，强调疾病起于风邪，

病久则转化成其他形式的病症。《脉书·下经》言：“同产

而异分，故众人弗能别也。凡风之始产也，皆有大分，

至其变化，则无常方矣。”百病皆由风之所发，风邪始发

时通常有明显的表现形式或症状，往往遵循一定的规

律或模式可以被辨识。随着病情的发展，风邪的作用

方式和影响会发生改变而难以预测，由表入里传变过

程中产生多种异化疾病，针对性的规范化常方难以适

应疾病的变化。

1.2.2　效验性禁方　禁方出于王官之学，禁传为其基

本属性，学术性质为效验性。《武威医简》言“治□□□
□□□溃，医不能治。禁方，其不愈者：半夏、白敛、芍

药……凡九物皆并冶合，其分各等合和”，表明禁方作

为一类特定效验医方使用，意在治疗“医不能治之病”。

禁方在组方配伍、遣方用药与辨证体系上更接近后世

制方思路。

《扁仓传》所传禁方明确言及“甚精”“多验”“有验，

精良”的特性。《五十二病方》《和齐汤法》《武威医简》亦

言“此皆巳（已）验”“毋禁，精”“良，禁”“大良，勿得传”，

均表明禁方用之神验的效验性。《武威医简》详列千金

膏药方制剂之法、膏摩之法以及治疗逆气、喉痹、心腹、

咽干、嗌恿、齿恿等多种疾病。

1.2.3　食禁性医方　汉代医方出现“方书有论”的体

例，记载了医方的食禁问题。西周设立食医官制与调

摄措施，根据四时调理“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

八珍”之齐，虎溪山食方是为数不多的此类文献。《武威

医简》言：“酒饮一方寸匕，日三饮，不过三饮，此药禁。”

《五十二病方》言“服药时毋（无）禁，及治病毋（无）”“傅

药时禁”，表现出方技之学生生之具的药禁、食禁的禁

忌性，医方当少犯禁忌，则药有验。

《天回医简》与《五十二病方》中“禁”多为“禁鲜鱼”

“禁荤、彘肉、鲜鱼”“禁毋食肉”“禁毋寒酓（饮）食”等，

属于食禁性质。从学术渊源看，食禁当为经方十一家

中《神农黄帝食禁》的主体部分，并且与后世本草、食经

“宜忌”内容相符［4］。《金匮要略》食忌篇为其重要体现，

记载了食物寒热偏性、解毒食药、治食宜忌、饮食的时

日禁忌等内容。

1.2.4　祝由传语医方　祝由医方上承殷商，有着巫医

的时代印记、鬼神化的疾病观念、术数化的药物观念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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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祝由传语的心理因素，反映了鬼神信仰下人们对疾

病的认知及其衍生的医事活动。《素问·移精变气论》

言：“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

而已。”将古传性祝由术与汤液、经脉两大主流医学并

立为三大治法。《扁仓传》中将此类内容定性为传语法

与医方并传，为社会信俗下医疗活动的重要缩影。简

牍医方保存了大量祝由术内容，以祝语形式祝祷龋齿、

心暴痛、腹痛、疟疾、疫疠、血痹、难产等“鬼祟”引发的

疾病，蕴含了移精变气的医学心理观念与身心合一的

社会信仰。秦骃祷玉版著录秦惠文王使用巫祝治病的

记载：“已吾 （腹）心目以下至于足骭之病，能自復如

故。”［5］简文著之于玉版，这类医方的级别较高，当源于

西周旧典。

汉人蔡邕《独断》言太祝掌六祝之辞，策祝主延人

之疾。《汉书》言：“祝医在前，祝鲠在后，公卿奉杖，大夫

进履，举贤以自辅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谏。”祝医在传统

礼制与医疗实践中占据重要地位。张家山汉简《史律》

规定祝学童以《祝十四章》为主的学业课程，应当包含

巫医祝由的重要内容。祝由方的医学化倾向表明传统

巫祝仪式与祝由疗疾之间存在分流迹象，这种技术逐

渐形成专科医学门类。

2　简牍制度下医方的载体形式

医方载体分为竹简、木牍与帛书 3类，形制格式、容

字篇幅、文体风格、功用地位呈现不同状态。秦汉时期

书写载体与文本形态、功能有显著区分，具有明显的规

范化趋势［6］。医方并非毫无根据地选择书写载体，其载

体形式与简牍制度有关。

2.1　医书典籍　简，策也，书册也，由多支竹简组成。

《尚书》言：“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商人典册制度推动

了典籍观念的诞生。春秋至战国简牍一统典籍形式，

图书文献著录于简牍的史实大量出现［7］。《说文解字》

言“著于竹帛谓之书”，即简册竹书传乎后世。《论衡·

量知》言：“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

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经传这一典籍样式以竹

简为载体，形成编简成册的单篇文论或以篇为卷的长

篇典籍。

出土典籍几乎全部写于简册，典籍性质的医方也

多与其他书籍并见。北大秦简由多种书籍杂抄而成，

内容包括《算书》《道里书》《祓除》等，医方简抄写于简

背共 83简［8］，马王堆医方与六艺、诸子、兵书、术数等古

书并见。形制上，《五十二病方》《养生方》分别在开篇

与书尾有目录，为秦汉典籍的重要特征。北大汉简、胡

家草场医简与《天回医简》《治六十病和齐汤法》也包含

目录简，目录分栏书写，内部篇章结构的目录展现了医

方典籍的章节框架。目录简由《五十二病方》多摘首句

两字“题篇”的“录”向《天回医简》“治某某病”并序次

“一”“二”的“目”演进，与《汉志》条其篇目相合［9］。

2.2　官方文书　牍，方版也，可容数行文字，无须编连

又无脱简错简之误，常用于官方文书中。秦汉时期官

府对文书的形态与运作存储作了严格规定［10-11］。木牍

文书的要求始于春秋，《管子·霸形》言：“令百官有司，

削方墨笔。”《管子·版法》言“选择政要，载之于版，以为

常法”，对官方文书著于木牍的书写规制和行书制度予

以规范。《睡虎地秦简》言：“令县及都官取柳及木楘可

用书者，方之以书；毋方者乃用版。”秦代颁布的简牍制

度在汉代得到延续，《论衡·量知》言“断木为椠，析之为

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强调奏报文书与木牍载体的

关系。

木牍方多出土于列侯或官吏墓中，墓室位置与官

府文书档案一致。木牍方源于各级官府在行政活动中

为应对疾疫产生的公文，呈现一方一牍的特性。里耶

秦简官署档案中的 11枚木牍方散见于文书、簿籍中，与

《五十二病方》条文相似［12］。天长纪庄汉墓为东阳县县

吏的公文遗书，奉谒请病木牍、木牍方与籍簿、算簿一

同出土。乌程汉简为乌程县署往来公文事务及公私信

牍，3枚木牍方极有可能为东汉元初六年会稽大疫时使

用的医方［13］，由上级官府逐级下达传送至乌程地区。

敦煌、悬泉、居延、肩水等木牍方与古人堤木牍方则为

少府所辖太医令为屯戍军队颁布的医方或医疗记录，

混杂于公文中。

木牍方多以单个医方形式出现，不似竹简方以篇

目为单位，而是散见于文书中。木牍方与典籍方相比

有不同的记录方式、不同层次的受众、不同形式的传播

途径、不同来源级别与普及程度。汉代木牍方的组方

结构更加完善，治则治法、药物配伍、用药宜忌较为明

确，反映了官方医疗水平与社会医疗等具体问题。

3　简牍医方的多元传播途径

3.1　少府典藏医方的流散　东周时期秘府内禁藏书开

始流落于各国诸侯、士大夫之间，医方避秦火而兴于汉

室。汉代官方藏书繁荣，《七略》曰：“外则有太常、太

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书之府。”藏书分为

宫廷与官府典籍。医方为禁中秘府之禁方，由尚方、方

丞掌管。尚方亦称尚方待诏，负责为皇宫保管和收集

医方，《汉书》言：“栾大，胶东宫人……已而为胶东王尚

方。”颜师古注尚方：“主方药。”可见地方郡国也设立尚

方官职主管郡国医方。东汉仅在少府之中设有太医

令，并且太医丞分为药丞、方丞［14］。《后汉书》言：“药丞

主药，方丞主药方。”两官分立而分主方药。

两汉时期疫病平均 8.52年发生 1次，疫情流行次数

为 50次［15］。医方的医疗性质决定了其下移至四野供官

··45



上海中医药杂志 2025 年第 59 卷第9 期 Shanghai J Tradit Chin Med，Vol.59，No.9，Sept. 2025  
宦百姓使用。各地郡县医疗事业由皇家引领，医方借

由国家医疗资源的跨地域性实现流转。《后汉书》言：

“会稽大疫，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疾病。”皇帝派遣医

生至郡国诊治疾病，所携医方多源于灵台、秘府所藏。

《后汉书》言：“大鸿胪奏遣诸王归国，帝特留苍，赐以秘

书、列仙图、道术秘方。”医方作为赏赐赐予东平王刘苍

而流向其封国。《东观汉记》言：“马严为陈留太守……

上亲召见龚，问疾病形状……遣太医送方药。”皇帝派

遣太医为地方官吏赠送医方，这些医方也必然流向乡

野成为重要医疗资源。

按照秦汉医事制度，医方往往由太医令、丞下发到

地方军队。《居延汉简》言：“永光四年闰月丙子朔，乙

酉，太医令遂，丞褒，下少府中常方。”这部分医方来源

于少府且以常方命名。《敦煌汉简》简 2013：“股寒。曾

载车，马惊，隋（堕），血在凶（胸）中。恩与惠君方，服之

廿日，徵下。卅日，腹中毋积，匈（胸）中不复，手足不

满，通利。臣安国。”此简源自宫廷的医方，原方的主治

及治疗效果被抄录至敦煌地区［16］。

3.2　郡县上计的献方运动　献方的渊源可追溯至西周

献书，《周语》曰：“瞽献曲，史献书。”《孔丛子》载：“大夫

众宾并复献攻疗之方。”春秋时以献方形式收集验方。

汉兴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武帝纪》言：“习

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颜师古注曰：“计

者，上计簿使也；郡国每岁遣诣京师上之。”献书由郡县

逐级上奏，呈奏于太史与丞相，其中不乏名家医方。《说

苑·君道》言“药言先献于贵，然后闻于卑”，说明医方向

上流动的重要特征。《汉书·杜周传》言：“昭帝末，寝疾，

徵天下名医，延年典领方药。”汉昭帝时征召天下名医，

对医方事宜有所整理。后成帝时书颇散乱，李柱国对

新集与旧有医书进行校雠，新集医方主要来源于郡县、

医家上奏之医方。《后汉书》言：“时皇子有疾，下郡县出

珍药……必应陈进医方。”陈进为呈献之意，郡县向宫

廷献方献药以治疗疾症。

出土医方往往有题名信息表明方药来源。《养生

方》存“平陵吕乐道”；《和齐汤法》“出士黄洛，已试”“都

昌跳青方”“济北守丞方”等；《武威医简》记载“白水候

所奏方”等。《论衡·须颂》方技之书：“如题曰某甲某子

之方，若言已验尝试，人争刻写，以为珍秘，上书于国，

奏记于郡。”题名医方不似古书多无著者，反映了医方

著作意识的自觉与师传观念的改变，影响着汉方的流

传问题。这些效验医方往往以献方形式传入秘府，再

经各级官府传至各地，呈现公开化趋势而在晋唐仍有

传承。

3.3　民间医方的师传秘授　春秋时期王官一守的制度

被打破，知识的下移使典籍传入民间，以师传形式授

书［17］。典藏的神圣性和珍秘性虽已动摇，但方术、诸

子、六艺诸多文献仍被视为秘密封禁之物而托名圣人。

医书是论述天道阴阳与人体经脉的内在机理、生生之

具的节律讯息与天地终始的大道，其秘传性强调天启

神授的规范与权威特征。《灵枢·禁服》言：“此先师之所

禁，坐私传之也，割臂歃血之盟也，子若欲得之，何不斋

乎。”流散之禁方亦不能泄漏、不得妄传，需经过仪式而

得以传授。《扁仓传》言：“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

毋泄。”长桑君传授扁鹊禁方时要求切勿随意泄露传于

非人。淳于意受业于公孙光得其古传方、化阴阳及传

语法，亦言“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传人”。公乘

阳庆传仓公禁方时：“尽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

甚至要求传守一家师法，隐去别家之方以确保传承的

独立性。

《武威医简》仍保存着禁传属性，明确标注“禁，毋

传”“禁不传也”“禁，千金不传也”。随着汉代校雠运动

与拥书业的兴盛，固守师传禁方的习俗被打破，与其他

医方缀合集结成书，出现融合现象。在流传过程逐渐

被世医掌握，渐有“家法”。《伤寒论》言“观今之医，不念

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习”，出现医

方的家学化倾向。葛洪亦云：“医多承袭世业，有名无

实。”东晋范汪、殷仲堪、王珉诸人，南北朝东海徐氏八

代世泽等累世医家皆重视家传方的私传，唐时江南诸

师秘仲景方不传，依旧保持封闭与保守的传授方式。

3.4　西传与东渐的双向交流　两汉与西域各国的医疗

交流活动频繁，表现在商贸往来、医方传播与派遣医

者。丝绸之路开通后香药、胡麻、胡椒、红蓝花等西域

药物陆续传入中原，促进了医方的发展。王兴伊［18］考

证古人堤木牍医方源自乌孙王城“赤穀”医方，《武威医

简》“治鲁氏青行解解腹方”有可能由大月氏王庭传至

汉军军医。外来药物麻黄则是在药物崇拜的宗教背景

下由楼兰传入中原，拓展了后世医方发汗解表的

治法［19］。

《悬泉汉简》（Ⅱ90DXT0113⑤：26）：“广意即与戍

卒秦德等四人，杂诊胡人死，不审名。”敦煌地区胡商往

来频繁，此简记载了为胡人诊治疾病的史实。《悬泉汉

简》（ⅡT0216②：767）：“诏医偃，博皆以请诏治龟兹王

绛宾病，满五岁，咸以诏书为驾□□轺传共载。”医者

偃、博为龟兹王治疗疾病，历时 5年东回汉地，中原医方

必会传入西域。从西北汉简看，当地医方以心腹痛、烦

懑、伤寒、疫病、肠澼、金疮为主，涉及丸散汤膏与针灸

疗法。《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孙“汉遣中郎将张遵持医

药治狂王”，又派“副使季都别将医养视狂王”。汉代大

鸿胪负责外交事务，并设医官 5人，医生可能属于大鸿

胪［20］。出土的胡语简纸医学文献包括大量梵语、于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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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粟特语、龟兹语、回鹘语、叙利亚语、犍陀罗语、象雄

语等医方［21］，也反映了医学交流史下医方的传播。

4　秦汉医方学术体系的演进脉络

4.1　内部结构的本体论演化　医方的本体论演化着眼

于时间维度与地域维度的双重向度，展现了经验医方

向经方医学的动态流变特征。北大藏秦简与周家台秦

简中各有祝由方 14首、7首，分别占比 33%、21%［22］。《天

回医简》106首医方中祝由方锐减至 4首，《武威医简》

祝由方完全消失，以草木、金石为主的内服疗法取代巫

术色彩。医方内部结构出现兽医方的分流趋势［23］。随

着先秦知识体系的分化，百家思想与各家学术渐兴。

秦简中有肥豕、令蚕毋死、马病方、牛疫等兽医方，占比

约为 15%。西汉胡家草场与《天回医简》兽医方独立成

卷不再与医方混编，脱离医方系统独立成书，后世逐渐

归于农书性质呈现分流特征。李柱国校正医方后，以

常方为代表的经验医方被重新整理形成了以“经方十

一家”为核心的经方医学。这一特征反映了秦汉医方

多元结构的单一化、早期医方所有者的多重身份问题、

医学观念的转变以及医生专业知识的精细化与学

理化。

医方体例由一病一方变为一病多方的集合模

式［24］。《五十二病方》分列 52类病症并下列治法方药，其

下兼有分型，如“伤痉”下有 6首医方涉及熨法、汤药、膏

摩治法。《天回医简》目录中分为 60病，组方为一病数方

的模式共计 106首医方，成为方书“以病统方”的基本模

式。经方有《五藏六府痹十二病方》《五藏六府瘅十二

病方》《五藏伤中十一病方》等医书，每病数十卷采用

“脏腑-疾病”的细分模式，针对不同脏腑成一卷或一种

证型各自有其相类方，显示出经方医学的系统性与规

范性。医方由简易方向复方转变的趋势更加明显。秦

简医方多由 1～3味药组成，食方与巫术成分明显，缺乏

配伍机制。东汉《武威医简》多以 7～9味的复方组成，

乌程汉简治温病方出现罕见的 26味复方。汉代医方普

遍遵从剂量关系下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具有药性

互参、性效结合的辨证关联特征，展现了汉代医方的组

方思路与水平。

4.2　理论体系的融合论发展　从上古医学的知识体系

看，医经与经方分属于不同的文化区系，为三世医学下

内治与外治两种医学体系［25］。医方理论体系的融合论

发展着眼于医经“脏腑经络”为核心的形体生命观的理

性化认识。秦汉时期生命本体论的认识趋于理性，即

生命观由原始宗教意识下的神灵信仰向自然哲学下天

人合一观念的转变。形体认识的多元理论直接影响了

医方的疾病观、诊疗观。《汉志》言：“血脉经落骨髓，阴

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汉代医方基于血

脉、经络突出疾病的生理认识与病因学的致病因素，对

杂病分型与传变预后认识较为深入。

《扁仓传》中 25则医案从医经理论入手，针对不同

病症运用阴阳六分脉、四时五脏脉、损至脉与寸口脉法

推病因、演病机、别病证、断预后，并以医经理论指导八

减之齐、刚药、柔汤及水火之剂的运用［26］。伤寒六经辨

证的序列化模型以阴阳六分为基础，结合医经脉法理

论判断疾病的病位、病势及气血津液的盛衰，实现了以

病为纲、病脉证治，代表了医经与经方两大医学体系的

融合［27］。

汉简医方出现方论部分阐述疾病。《和齐汤法》治

心腹病言“其实皆与腹心同药治之”，区分虫结、承瘕、

心痹、水胀结于心腹的鉴别证候，注重异病同治的治疗

理念，与秦简朴素的药物经验相比体现了医方与医经

生理认识的深度融合。《和齐汤法》言“靡（摩）痹所在，

汗出定，起。弓（芎）（窮）主筋，黄脂主脂，白 （蔹）主

骨，病所在负（倍）亓（其）药”，在组方上根据病位选用

药物，更体现方药理法。

汉代医方融合了阴阳五行的理论模型使医方具备

“有法有方”的组方原则。《周礼》言：“凡药，以酸养骨，

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

古人很早便掌握药物的五味理论。《扁仓传》言“臣意教

以案法逆顺，论药法，定五味及和齐汤法”，将药性顺逆

理论与阴阳五行融合指导医方的运用。《素问·藏气法

时论》“五脏苦欲补泻”的急食、宜食等逐渐变为“用药

法则”［28］，与后世医方倡导的“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八

法迥异。经方中《五藏六府痹十二病方》《五藏六府疝

十六病方》《五藏六府瘅十二病方》《五藏伤中十一病

方》虽以脏腑划分疾病，从《辅行诀》推测汉代经方组方

遵循五脏补泻之大法。《辅行诀》遣方用药取法于《汤液

经法》“以味成方”的经方五行制方法则［29］，根据四气五

味五脏理论构造了大小补泻汤，全面展现了汉代医方

中五脏虚实辨证和五味配伍化合理论体系的运行机

理，在《删繁方》《备急千金要方》中传承不绝。汉代医

方以脏腑经脉理论为核心的虚实补泻，在隋唐时期与

运气学合流。运气七篇大论的增补将脏腑五味补泻理

论延伸至五运六气学说的用药法度中，为金元医家药

性归经、六气补泻理论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30］。

5　结语

出土医方不仅是对医学知识体系的一次重要补

充，更是研究当时社会生活、典籍文化乃至医疗模式的

宝贵资料。作为早期“经方家”医疗实践的真实写照，

医方是衡量秦汉医疗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也是探究

秦汉医学体系及其发展脉络的重要窗口。简牍医方填

补了正史记载中对早期官方医疗实践描述的不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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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研究学术源流下医方书籍类文献的历史生成、演

变与流传等问题。通过对比不同年代、不同地域的简

牍医方，可以观察到这些医方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间

医疗经验的积累，同时也体现了官方医学与民间医学

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展现了早期医学学术传承关系下

医方之学发展的学术面貌与演变脉络，对理解中国古

代医学体系的发展演变与医疗社会史具有不可替代的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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